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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南洋大学为个案，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为角度，重新诠释南洋大学与

各时期的新加坡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以此观照南洋大学的文化霸权角色如

何影响新加坡华文教育在二战后的发展。本文的第一部分侧重分析南洋大学在殖民

时期与后殖民时期背后的文化霸权色彩以及南洋大学在文化霸权架构中的对象角色。

第二部分则进一步论述南洋大学在文化霸权架构中的媒介角色，通过文化霸权的视

角，了解南洋大学对华语社群意识形态的牵涉，间接成为新加坡华文教育加速衰弱

的其中根源。本文的第三部分则以葛兰西对霸权主义演化与进阶的诠释为中心，分

析英殖民政府与新加坡政府对新加坡华文教育的霸权色彩，进而了解原本蓬勃发展

的华文教育如何在霸权操作的笼罩下走向没落。本文的三个部分以文化霸权理论论

述南洋大学的文化霸权对象与媒介的角色，南洋大学的文化霸权角色招致自身的没

落，同时也牵动着华语社群的意识形态重塑，间接加速了新加坡华文教育的衰弱。 

 

关键词：新加坡华文教育  南洋大学 文化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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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Antonio Gramsci’s cultural hegemony framework as a viewpoint, this paper would 

adopt Nanyang University as a case study to reinterpret the relations between Nanyang 

University and the dominating authorities in different ruling periods, thereby 

demonstrating the effects of Nanyang University’s hegemonistic rol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Chinese education post World War II. The paper first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hegemonistic trail in Nanyang University during both the British 

colonial rule and post-colonial rule, disserting the role of Nanyang University as a target 

of cultural hegemony.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further elaborates the cloaked role of 

Nanyang University as a medium of cultural hegemony, aiding in the acceleration of 

ideology restructuring within the Chinese-speaking community in Singapore which 

indirectly led to the downfall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Singapore. Lastly, by addressing 

Antonio Gramsci’s observation on the evolution of hegemony, the third part analyzes the 

hegemonistic means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towards the Chinese education in Singapore, thereby understanding the decadence of 

Chinese education under the cultural hegemony envelopment. Through these 

demonstrations, this thesis hopes discourse the hegemonistic roles of Nanyang University 

in the cultural hegemony framework, and how it’s roles would hasten the retrea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Singapore. 

 

 

 

Keywords: Chinese Education, Nanyang University, Cultural Heg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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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意义 

二战前的新加坡华人群体，以移民及其后裔居多，民族意识自然高涨。以中

国为本位的方言群体对于华文教育的发展以及中华文化的传承不遗余力。首先，由

于华文教育不合乎英殖民政府的利益，英殖民政府对华文教育的发展多处漠视、猜

疑、甚至敌视的态度，但是即使没得到英殖民政府的支持与协助，华校与华校学生

在二战前的数目仍然不断增长，显示出华语社群对于发展华文教育的热血与献身精

神。其二，华文教育虽然在日治时期面临停顿，华校与华文教育在二战后仍然得以

浴火重生，华文教育的恢复与发展更是迅速，再次显示华语社群对华文教育的支持

与期望。可见，50 年代前的华文教育发展虽然面对各种挫折与挑战，但是仍然遇

强则强，其中原因不乏华语社群的支持，华语社群对于发展华文教育的固有思想观

念与意识形态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了华文教育发展的奠基与幕后推手。 

新加坡华文教育有着大约一个世纪的悠久历史，在华语社群的支持下除了得

以险中求存，同时也不断茁壮成长，于 50 年代中期兴办的南洋大学促成了完整的

新加坡华文教育体系。但是，二战前的蓬勃发展到了 50、60 年代，华校学生（幼

稚园至高中）人数的总比例却开始走下坡，与英校生的统计数字也越拉越大，1 而

华校小学生注册人数也在 1965 年独立后开始下滑。2 华文教育更在 1987 年沦为第

二语言，华文学校不复存在。一向来得以逢凶化吉的华文教育到了 50、60 年代面

临挑战时却难以扭转局势，其衰退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其中原因众说纷纭。笔者认

为，以华语社群的意识形态着手，戏剧性的转向是否代表着华语社群已丧失了早前

对华文教育的热衷，意味着华文教育已失去华语社群的支持与拥护，而意识形态的

转变可否归咎于统治阶级在推崇英语教育下的文化霸权操作。 

                                                             
1  T.R. Doraisamy, 150 Years of education in Singapore (Singapore: TTC Publications Board,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 1969), p.147. 
2  李元瑾〈新加坡华文教育变迁下知识分子的保根心态（1959-1987）〉，杨松年编《传统文化与社

会变迁》（新加坡：同安会馆，1994），页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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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在倡导英语教育的同时，除了面对华语社群对发展华文教育与中华

文化的固有情感，更面对着华文大学的存在。民办的南洋大学作为东南亚的最高华

文学府，除了领导着新马华文教育的发展，同时也是华族民族主义的堡垒，其组织

身份认同尤其明显，无论在新马的教育、社会、经济、甚至政治舞台上都扮演一定

的角色。受到广大华语社群支持的华文大学原本象征着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完整体系，

但却在短短的 27 年内（1953 年执监委员会的倡议至 1980 年的合并）走进历史。

在回顾南洋大学的发展与大环境时，学术界对南洋大学的合并解说不一。笔者认为，

从思想价值的角度来看，由于英殖民政府与新加坡政府以英语精英居多，英语教育

自然成为统治阶级的首选，统治阶级与南洋大学在语言教育的分歧自然会对南洋大

学的发展构成挑战。不仅如此，除了在语言教育上的对立，南洋大学强烈的组织身

份认同以及民族文化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英语精英的权力巩固。因此，统治

阶级与南洋大学之间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实存在着更显眼的文化霸权影子。 

对于新加坡华文教育与南洋大学的发展与衰落，各界人士各有所见。就此，

笔者将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为中心，重新诠释统治阶级与南洋大学以及华文教

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首先，笔者将以文化霸权理论重新诠释南洋大学的遭遇与

社会角色，通过分析当时的政治环境与统治阶级对南洋大学的方针与举动来论述华

文大学在文化霸权架构中的命运与作用，以文化霸权理论重新解释统治阶级与南洋

大学的复杂关系，进以此角度诠释南洋大学的衰落以及其对新加坡华文教育、社会、

政治发展的影响。过后，本文也会以文化霸权理论分析各时期的统治阶级对华文教

育的态度与方针，论证华文教育发展中的文化霸权影子与其效应，以此角度诠释新

加坡华文教育的没落。 

文化霸权理论的实际运用能为新加坡华文教育与南洋大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理论以不同的角度诠释南洋大学在大环境中的角色与命运，重新了解统治阶级对华

文大学的方针与其背后的目的，进而以此论证南洋大学的衰落以及和新加坡华文教

育之间的因果关系。文化霸权理论除了能重新诠释南洋大学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

也能以另一种角度诠释统治阶级与新加坡华文教育乃至华语社群之间的关系与互动，

重新了解华文教育衰落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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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献回顾 

一、 霸权主义与教育体系 

本文以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的文化霸权理论为

中心。二十世纪初，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是“文化霸权”概念（cultural 

hegemony）的始作俑者之一。1926 年 11 月 8 日，葛兰西遭法西斯政府逮捕，度过

了 10 多年的牢狱生活，而其名作《狱中札记》也在此期间问世。《狱中札记》共

计 33 个笔记本，长达 2848 页，经后人整理出版。书中提出了“市民社会”与“政

治社会”的概念，强调“市民社会”的操作，并以此社会原理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

的重要性。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本文的论述尤其重要，笔者将在本章的第三节

中进一步介绍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艾普（Michael Apple）在 1979 年出版的《意识形态与课程》Ideology and 

Curriculum 3 中揭示了学校与课程对意识形态的操控，学校如何帮助统治阶级通过

非暴力途径巩固统治权。艾普也是第一位运用霸权理论来分析教育问题的学者，4

他认为学校在传播与肯定统治阶级的文化价值时起着重要功效。5 艾普也提出了

“文化吸纳”（culture incorporation）的概念，统治阶级应把被统治阶级的文化改

造成为对自己有利的形式才能有效地巩固这不平等的社会关系。6 艾普对霸权的理

解显然是受到了葛兰西的启发，艾普除了强调学校教育在文化霸权中的作用，更指

出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与社会宰制是要建立于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上，方能成效。7 

笔者认为，艾普虽然强调着学校作为文化霸权的正面媒介，由学校灌输统治

阶级的价值体系，但是却忽略了学校成为文化霸权对象的可能性，尤其是当学校的

                                                             
3  Michael W. Apple, Ideology and Curriculum (London: Routledge, 1979), pp. 63–64. 
4  黄庭康《比较霸权：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

页 2。 
5  Michael W. Apple, Ideology and Curriculum, pp. 63–64. 
6  Michael W. Apple, Official Knowledge: Democratic Education in a Conservative 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 172-173. 
7  黄庭康《比较霸权：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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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衷并非与统治阶级的利益同行。统治阶级甚至可通过打击利益逆行的学校为媒介

来施展文化霸权，通过打击他者的意识形态堡垒来突显自身的意识形态。就此，南

洋大学成为论述作者缺失的有力个案。南洋大学作为东南亚最高华文民办学府，在

以英语精英为主的统治阶级之下发展，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明显有所歧义。笔者将以

南洋大学为例来补充艾普的论点，学校课程虽然能正面影响与操控意识形态，但是

与统治阶级利益逆行的学校在不能正面帮助统治阶级推广其价值观的情况时，除了

可能成为文化霸权的对象之外，甚至可能成为文化霸权媒介。 

黄庭康在 2008 年出版的《比较霸权》8 将霸权概念运用在华文学校的范围

上，确立文化霸权在华文学校的操作。此书以 1945 年二战后作为讨论的起点，运

用“霸权”与“国家权力形构”（state formation）两种概念为分析工具，比较分

析新港华文学校与当地政治环境的霸权关系，以及两地华校与其他学校的文化鸿沟

如何导致不同形式的社会分裂。这些讨论证明了学校并非只是单向的受国家权力形

构的影响，对统治权力的形成也有一定的作用。由于两地所面对的政治与社会矛盾

与窘境不尽相同，掌权者通过吸纳华人族群文化打造统治权力的能力也就有所差别。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组织身份认同”（institutional identity）的概念，9 认为

艾普的文化吸纳可通过淡化学校的组织身份认同达成，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其实就

立基于这种“文化吸纳政治”（politics of cultural incorporation）。10 作者建立理

论架构，以便助于了解华校与国家权力形构的比较分析，其论述也给笔者深刻启发，

确立了南洋大学为例子的重要性与实用性以及统治阶级对南洋大学方针的霸权性。 

二、 新加坡华文教育 

Tan Liok Ee 的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11 收录

了早期华文学校的概况与发展。文中的第一章“The First Hundred Years: The Chinese 

                                                             
8  黄庭康《比较霸权：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页 2。 

9  同上，页 29。 
10  Michael W. Apple, Official Knowledge：Democratic Education in a Conservative Age , pp. 55-63 

11  Tan Liok E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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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1849-1950” 叙述着华文学校的创世与走向。作者清楚说明了早期华校的中

国中心，富有民族主义与爱国（中国）主义色彩，但也以此招徕英国殖民地政府的

制止于介入。作者的叙述让笔者了解英殖民政府对华文学校的方针，有利笔者诠释

英殖民政府与华文学校的霸权关系。作者也提供了资料证实了华文学校与华校生的

随年增展，尤其到了二战后则更加迅速，使笔者意识到早期新马华社对华文教育的

重视，但这一现象却在 1954 年开始产生变化，华文教育开始为英语教育让路，英

校生所占比例首次超越了华校生。李元瑾的〈新加坡华文教育变迁下知识分子的保

根心态（1959-1987）〉12 进一步解释与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发展。李元瑾也在文中

探讨了华文知识分子对 1959 年后华文教育的保根心态，为笔者揭露了华文教育者

对华文教育由盛转衰的哀痛与失望。华社开始从华语教育转向对英语教育的重视其

实也就意味着思想价值的变化，对笔者分析其中的霸权操作有所帮助。 

李思涵《东南亚华人史》13 叙述了中国移民南来直至现阶段的发展。作者

在第十六章探讨了东南亚华人的教育状况以及所面对的教育问题。就新加坡与马来

亚的华文教育来看，作者叙述了新马华文教育的创始与发展，对二战前后的华文教

育面貌作出解释，并认为新加坡华文教育的逐年衰落“是新加坡实施自治（1957）

前与自治后、独立（1965年 8月）前与独立后，一贯地执行以英文为工作与实用

语言政策的结果。”14 换言之，各政府不断地强调英语优势以及执行有利发展英

语教育的政策是导致华文教育体系最后瓦解的主要原因。 

作者将华教的衰落归咎于政府的英语政策与英语拥护，但是笔者却认为单单

强调英语优势的作用并不能浇熄早期的华语社群对发展华语教育与中华文化的热衷。

若要成功改变华语社群对华文教育固有的思想观念，一定程度上也必需从华文教育

下手。作为华文教育堡垒的南洋大学就难逃统治阶级的介入。笔者因此将以南洋大

学为个案，补充作者对于华文教育衰落的看法，华文教育的衰落不单单只归咎于统

治阶级对英语优势的政策。 

                                                             
12  李元瑾〈新加坡华文教育变迁下知识分子的保根心态（1959-1987）〉，页 47-97。 
13  李思涵《东南亚华人史》（台北：五南，2003），页 563-631。 
14  同上，页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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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洋大学 

古鸿廷在〈南洋大学的改革与关闭〉15 中客观地叙述了南洋大学的历史背

景以及各阶段的改革内容与因果，作者根据时间推移将南洋大学的改革划分为 6 个

阶段，直至关闭为止，并且以许多第一手资料确认其历史叙述，让笔者能清楚地纵

向理清南洋大学的改革之路以及其客观原因。改革之路也折射出政府的介入，笔者

得以从中了解到新加坡政府对南洋大学的多项改革措施与介入，逐步使南洋大学从

自治的民办大学变质为半官方机构。 

傅文义在〈陈六使与南洋大学〉16 中简述了陈六使的在教育上的重大贡献。

作者详细列出了南洋大学在策划与筹款过程中所获得的支持与贡献，让笔者清楚了

解南洋大学的创办背后流着多少汗血，意识到南洋大学背负着广大新马华语社群的

寄托与期望，意义重大。更重要的是，笔者从中了解到了南洋大学的强烈民族色彩。

民办的华人学校由于没得到政府的支持，是新马华社参与并辛苦付出的成果，其民

族色彩也就更加鲜明，流露出黄庭康所言的“组织身份认同”，自然而然也就难逃

统治阶级的霸权介入，尤其是当以英语精英为主的统治阶级力图巩固权力之时。 

区如柏在《南洋大学的创办及其对华社与华校的影响》17 中也谈到了新马

华社如何团结一致为兴办南洋大学出力出钱，再一次使笔者肯定南洋大学背后的浓

厚民族色彩。作者客观地叙述了南洋大学自创办以来所面对到的挑战，并将重点放

在南洋大学对海外华文教育以及华人社会的影响与贡献，让笔者理解南洋大学在华

文教育的重要地位。文献让笔者了解南洋大学在海外华文教育体系上的关键性与重

要性，对区域的华文教育发展至关重要，是笔者最终选择以南洋大学为例代表新加

坡华文教育的其中原因。 

                                                             
15  古鸿廷〈南洋大学的改革与关闭〉，李业林主编《南洋大学史论集》（八打灵：马来亚南洋大学

校友会，2004），页 375-415。 
16  傅文义〈陈六使与南洋大学〉，李业林主编《南洋大学史论集》（八打灵：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

会，2004）页 121-122。 
17  区如柏〈南洋大学的创办及其对华社与华校的影响〉，见《南洋学报》，第 57 期，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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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奋兴的《郑奋兴将南大故事》18 由作者先后五次接受南洋大学校友夫妇

陈玉雄博士和刘慧娟博士访谈的录音记录结集而成。作者除了是南洋大学的学生，

也是南洋大学的“校友、教授、系主任、所长、院长、各重要委员会委员、以及南

大理事会理事等”，19 其口述历史对于再现南洋大学的历史面貌有着一定的贡献。

作者陪同南洋大学前进，见证了南洋大学的点点滴滴，其口述历史让笔者能更深入

与全面地了解南洋大学的历史面貌。作者也对南洋大学的许多历史事件提出不同的

见解与看法，有利笔者更为全面的了解南洋大学。 

李元瑾的〈南大故事：解读、反思、建构〉20 明确地说明南洋大学在二战

后的国际环境中所面对的种种困难。其一、在国际上，二战后反共排华的趋势使华

文大学自然而然处于国际环境与气候上的劣势。其二、在区域上，新加坡顾及到马

来国家对新加坡华人沙文色彩的猜疑，而必须实施的措施，南洋大学作为华文大学

也就难逃政府的监督。其三、在地方上，英殖民地政府、本地马来族群和英文教育

者对华社热烈发展华文教育的猜疑与不满，加上独立后政府为建国所需而采取的措

施等等都影响了南洋大学的前途。作者的论述让笔者了解到南洋大学的“生不逢

时”， 南洋大学在国际、区域与地方上“先天不足”的挑战。南洋大学即便有意

摆脱政治意识，也根本未能也无法将政治隔绝于校门外。 

由李业霖主编的《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21 收录近 100 篇影响南洋大

学历史进程和命运的文章，反映出南洋大学在各时期发展的面貌。这本资料集也保

存了许多宝贵的文献资料，让笔者能更清楚并且客观地了解南洋大学从创办至停办

的历史面貌。聚集的史料能帮助笔者辨别与理清南洋大学的历史过程，从第一手资

料的搜集中得到有关南洋大学确实的讯息，对笔者研究南洋大学校史有着重大帮助。 

                                                             
18  郑奋兴《郑奋兴讲南大的故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11）。 
19  同上，页 ix。 
20  李元瑾〈南大故事：解读、反思、建构〉，李元瑾主编《南大图像：历史河流中的省视》（新加

坡：南洋理工大学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2007）。 

21  李业霖主编《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八打灵：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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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许多文献后，不难发现学术界对南洋大学的遭遇的诠释主要分为两大

类别，即非人为与人为。非人为的论述主要指南洋大学是在非人为、无动机的情况

下导向关闭。由于国际、区域与地方上的政治角力，反共排华浪潮不断，英语精英

与马来民族对华文沙文主义的猜疑，再加上社会经济需求下的英语教育以及国家建

构的重要性，南洋大学在种种不利的环境下挣扎求存，政府对南洋大学的方针也只

是回应社会政治变化，如黄康显在〈国际因素、中国元素、南大发展〉所述： 

（南洋大学）其发展过程，与其说是受新加坡政府的政策所影响，不

如客观一点，考虑到这个时期，国际的大气候与地区的小环境所产生的变

化…是政府的刻意安排吗？…1980年决定将南大结束，可能只是回应形势，

因利乘便，因地制宜。
 22 

或如李元瑾在〈南大故事：解读、反思、建构〉中阐述了南洋大学 

具有先天性的悲剧基因。它的诞生，既是、也不是顺应时代的需要… 

当时国际上的反共、区域内的排华，以及英国殖民地的英语优势，使这所华

文大学饱受猜疑与攻击、孤立与冷遇。 23 

诸多作者以客观的历史环境以及国际政治的大气候来论证南洋大学的衰落，南洋大

学是为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建构让步，政府对南洋大学的方针也只是立基于社会政

治趋势以及国家建构所需，并无人为的政治动机。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探讨了南洋大学的衰落背后的人为动机。傅文义在

〈陈六使与南洋大学〉也多次阐述各政府对南洋大学的介入“是政府用来挟南大就

范，改制、变质和受政府控制。”24  窦文金在〈南洋大学的兴衰——兼析“复办 

 

                                                             
22  黄康显〈国际因素、中国元素、南大发展〉，李元瑾主编《南大图像：历史河流中的省视》（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2007），页 28-30。 
23  李元瑾〈南大故事：解读、反思、建构〉，页 2-3。 
24  傅文义〈陈六使与南洋大学〉，页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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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活动之前景〉中则提到 

殖民地政府及此后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出于多种政治因素的考虑，

对南大采取的一系列限制、打击和改组措施，是导致南大衰亡的最重要原因。
 

25 

李元瑾在〈南大故事：解读、反思、建构〉中也提出了语言上的对立情况： 

华人捍卫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是一条主线，由英文教育精英领导的政

府维护自身政治权益和国家生存发展是另一条主线…。
 26 

周兆呈则在〈跨越国家疆界的意识形态角力：以南洋大学《白里斯葛报告书》为例〉

就报告书为个案，考察了英殖民政府如何摆弄报告书的公布与成效。 

《白里斯葛报告书》的政治角力鲜明。从南大评议会的成立到《白里

斯葛报告书》公布，几种政治治力量互相较劲。27 

而王赓武在一次的记录中也提到对南洋大学因政治利益较劲而牺牲的惋惜，南洋大

学的合闭其实折射出新加坡华人社群内的紧绷关系。28 

学术界对南洋大学的遭遇、发展与关闭有着不同的诠释与看法。诸多近因与

远因牵制着南洋大学的发展。放眼望去，南洋大学兴衰背后有着说不清的因果关系。

                                                             
25  窦文金〈南洋大学的兴衰——兼析“复办南大”活动之前景〉，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 1 期，

1996，页 20-26。 
26  李元瑾〈南大故事：解读、反思、建构〉，页 9。 
27  周兆呈〈跨越国家疆界的意识形态角力：以南洋大学《白里斯葛报告书》为例〉〉，李元瑾主编

《南大图像：历史河流中的省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语言文化中心，2007），页 137。 
28   “I am very sorry that Nantah, despite its great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was sacrificed in a political 

power struggle. The closure of Nantah reflected the tension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s 

political scene then. Many played a role in the victimization of Nantah” Lee Guan Kin, “Wang GungWu: 

An Oral History”, in Power 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Wang 

Gungwu, edited by Billy K.L.So, John Fitzgerald, Huang Jianli, James K. Chi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389-390. 

 

ATTENTION: The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pplies to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Library 



10 
 

李元瑾在〈南大故事：解读、反思、建构〉就简要地总结了南洋大学背后错综复杂

的面貌: 

南洋大学的故事，跟它所处的时空紧紧结合，二战后国际冷战与意识

形态的对抗、东南亚区域的反共与排华、西方大国的介入、新加坡于马来亚

的合分、新加坡本土的政治斗争、政治与教育的纠葛、国家文化与族群文化

的矛盾、华文教育与英文教育的对立……脱离了错综复杂、环环相扣的史实、

故事没法说清楚。29 

 

第三节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霸权”一词意大利文是“egemonia”，英文是“hegemony”， 对此，学

界有的翻译成“霸权”，有的翻译成“领导权”。30 霸权广义上是指政治、经济、

文化等全面的领导权。但是在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中则多指狭义上的领导权——

文化霸权。葛兰西指出 

一个社会集团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即‘统治’ 

和‘知识和道德的霸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 或者甚

至以暴力来制服的社会集团， 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31 

如此来看，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的文化霸权理论主要是指意识形态的领导。所

谓的意识形态领导是指统治阶级通过非强制与非暴力的手法将被统治阶级纳入自己

的文化价值体系，以国家的总体利益为由，试图改变与统一被统治阶级的思想与意

识形态，进而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观念，达到被统治阶级对统治力量自

觉自愿的服从与认可，从而有利统治阶级掌握统治权。 

                                                             
29  李元瑾〈南大故事：解读、反思、建构〉，页 2。 
30  张秀枝〈葛兰西文化领导理论与先进文化建设〉，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1  葛兰西《狱中札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 38。 

 

ATTENTION: The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pplies to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Library 



11 
 

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不能完全排除被统治阶级的社会存在，而是需要听取民

意，体会与了解被统治阶级的情感，才能顺利地达到文化霸权。32 这种争夺意识形

态领导权的目的因此不在于强制扫除被统治者的文化系统，而是重新连接

（rearticulate）它的组成元素，并把这些元素组织成统一并且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意

识形态矩阵（ideological matrix）。换言之，文化霸权的操作是将原本固有的意识

形态成分（ideological elements）分散（disarticulate），再重新连接起来。33 在霸

权的操作下，统治阶级通过分散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分，再重新将成分连接成

有利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矩阵，成功施行霸权。这种意识形态霸权的结构除了是改

变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以外，也吸纳这些成分入主流的体系。34 

葛兰西视“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35 葛兰西把国家看成是政治社会

（political society）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综合统一体。统治阶级应通过政

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职能控制达到有效的统治 。虽然葛兰西没有忽略国家的暴力

与强制等特征，但是他更强调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即与政治社会一同来统治国家，

政治社会作为强制工具执行“直接统治”职能，市民社会则是基于民众同意之下所

执行的“文化领导权”职能，是统治集团实施领导权的基础。36  

政治社会通过监狱、法庭、军队等暴力机构行使强制职能，市民社会

则是制定和传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非强制机构，包括教会、学校、新闻机

构、文艺团体、工会等，二者的完美结合才构成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国家。37 

                                                             
32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Hoare & G.Nowell 

Smith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p.23. 
33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Ideology in Gramsci,” 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edited by 

Chantal Mouff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m, 1979) , p.192. 
34  Tony Bennett, “Introduction: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Turn to Gramsci’,” in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edited by Tony Bennett, Colin Mercer, and Janet Woolacott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xv. 
35  葛兰西《狱中札记》，页 222。 
36  李光华〈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探析〉（黑龙江大学哲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页 32。 
37  吕瑞〈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意义〉（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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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所指的“市民社会”是指意识形态的领域、与政治社会——国家和政府政治

活动领域是相对应的。政治社会代表国家的正式组织系统——法庭、警察、军队、

监狱等强制性暴力机构，而“市民社会”则是指非正式的、非暴力的、民间的、种

种组织结构系统、精神力量以及直接间接影响政治的各种辅助力量。38 

葛兰西强调的并不是国家的强制服从，而是人民的自愿服从。政治社会与市

民社会通过不同权力行使表现对国家的统治，前者实施直接的强制性权力，后者则

实施基于民众同意之上的文化领导。葛兰西强调意识形态领导的重要性，其主旨是

要获取市民社会各阶层的“同意”。换言之，被领导者自觉自愿地赞同并认可统治

阶级的“文化领导权”。 

在葛兰西看来，以“强制”为前提的政治领导权和以“同意、认可”为前提

的文化领导权（霸权）一起共同构成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方式。39 换言之，

统治阶级在维持其统治时需依靠两种权力：一是国家机器的强制，二是民间组织的

同意。此指的同意是“通过把统治者的思想方式、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制度化为唯

一合情、合理、合法的东西，促使被统治者自愿认同统治者。”40 由此来看，被统

治者丧失了对社会压迫的意识，习惯于顺从和谦卑，彻底沦为统治阶级的追随者。

因此，若要维持统治阶级的统治权，统治阶级除了必须掌握强制力量，更重要的是

通过市民社会的职能实行意识形态与思想价值的领导。 

由此看来，国家的统治阶级需要通过暴力机器以外的文化教育，将被统治阶

级导向统治阶级的思想价值，使被统治阶级同意服从于接受统治。国家在此就发挥

了两种职能：一是通过暴力的机构执行着维护统治权威、迫使反对者服从的任务；

二是通过文化教育统一被统治着的文化价值已得到受同意的统治。葛兰西在《狱中

札记》中指的意识形态指导本质上是通过精神、道德、思想、教育、文化等途径所

达成的非暴力、非强制的统治效果，通过市民社会进行思想文化潜移默化的灌输与

洗脑，促使被统治阶级接收它的文化价值体系。 
                                                             
38  吕美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及其启示〉，见《传承》第 10 期（2009），页 154。 
39  同上，页 87。 
40  李光华〈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探析〉，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页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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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Bocock 在 1986 年出版的 Hegemony41 中清楚地谈到葛兰西对教育的

重视，葛兰西强调着前述的市民社会的职能，学校教育与政策的拟定也成为 20 世

纪初西欧实行与建立霸权的主要手法。书中确立了葛兰西在建构文化霸权理论时所

赋予教育的角色。葛兰西认为学校是国家的正面教育机关，而监狱与法庭则是负面

以及压制性的教育机关，二者必须肩并肩地运用来提高与统一人民的文化与价值水

平，由于这种发展往往立基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学校、监狱、法庭等机关也难

免沦为统治阶级实施文化与政治霸权的工具之一。42 从这段话中能清楚了解葛兰

西对学校在文化霸权中的作用，在强调市民社会职能的同时也进一步强调学校在市

民社会的重要作用。 

葛兰西除了是名哲学家，也是一名语言学家。葛兰西认为语言是文化的重要

元素，43 是构成文化霸权的重要成分。44 语言起着文化领导的作用，是传播某一阶

级集团的意识形态与价值的有效工具。45 葛兰西对语言在文化霸权架构的重视，凸

现了语言与语言教育在阶级统治上的作用，统治阶级可借由语言教育改变被统治阶

级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进而形成前述的意识形态之领导。但是，一个阶级或集团

所实施的语言霸权是建立在另一个阶级的语言体系之上。换言之，统治阶级若要成

功地实施有利于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语言教育，就必须将被统治阶级的语言体系

置为次要。 

 

 

                                                             
41  Robert Bocock, Hegemony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Limited, 1986), p.87. 
42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 p.258. 
43  “I feel that if language is understood as an element of culture and thus of general history, a key 

manifestation of the ‘nationality’ and ‘popularity’ of the intellectuals, this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Italian 

language) is not pointless and merely erudite” by Antoni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Cultural Writings, 

edited by David Forgacs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translated by William Boelhow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p.170. 
44  Peter Ives, Language & Hegemony in Gramsci (London: Pluto Press,2004), p. 82. 
45  吕瑞〈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意义〉，页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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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章节介绍 

本文在第一章中提供了研究介绍与资料搜集。首先，笔者通过介绍南洋大学

与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发展脉络来凸现本文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意义，同时确立南洋大

学为本文的研究个案以及本文对学术界的补充。第二节则从霸权主义与教育体系、

新加坡华文教育以及南洋大学三方面着手，通过文献回顾了解现阶段的研究现状与

侧重，进而确立本文对研究现状的补充与新视角，以及各文献给予笔者的启发与反

思。第三节介绍文化霸权理论的历史渊源以及理论特征，以此进行铺陈，让理论具

体化，使其能实际与有效地运用在案例研究上。第四节为整篇文章建立架构，了解

笔者在研究中的铺陈与发展，循序渐进地诠释每一章节中的连贯性与作用。 

本文的第二章探讨南洋大学作为文化霸权对象的角色。此章通过阐述南洋大

学在殖民与后殖民时期的地位与遭遇，随时间推移分别论述英殖民政府与新加坡政

府对南洋大学的态度与介入，从而论证各统治阶级对南洋大学的文化霸权操作，了

解南洋大学如为与为何沦为文化霸权的对象。 

第三章探讨南洋大学作为文化霸权媒介的角色。南洋大学不只成为统治阶级

实施文化霸权的对象，其实更成为了统治阶级实施文化霸权的媒介。本章继第二章

发展，论述南洋大学在文化霸权架构中的媒介角色，首先解释统治阶级如何使南洋

大学沦为文化霸权的媒介工具。其后，论述南洋大学作为统治阶级文化霸权媒介的

作用与目的，统治阶级对南洋大学与语言教育的方针背后的因果关系。  

第四章通过囊括第二与第三章的论述，再次回到本文的问题意识。此章将以

葛兰西对霸权主义的进阶与演化的诠释为中心，分析英殖民政府与新加坡政府对华

文教育的方针与态度，窥看其中的霸权色彩与演化，进而了解原本蓬勃发展的华文

教育如何在霸权操作的笼罩下走向没落。本章的第三节则提出非霸权主义的意识形

态重组之可能性，华语社群意识形态的转变可能不只归咎于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实

施。身份认同作为次要因素，与文化霸权一同导向对华语社群意识形态的转变，构

成新加坡华教育的衰弱。本文将以第五章为总结，为本文的研究做出结论与回顾，

简明的总结本文的研究论述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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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南洋大学作为文化霸权的对象 

第一节 文化霸权对象 

华文教育不只对宣扬中华文化与中国意识有所贡献，也是华语社群的民族主

义支柱。华文教育的发展长年奠基于华语社群的支持与协助，与英语教育和英语精

英形成对立面。如李元瑾所述，在新加坡的教育环境中“华人捍卫华文教育与中华

文化是一条主线，由英文教育精英领导的政府维护自身政治权益和国家生存发展是

另一条主线…。”由于华文教育所维系着的价值观与英文教育有所差异，华语社群

与英语精英在语言教育上的目标与利益也有所偏差，因此华文教育在面对以英语精

英为首的统治阶级时，一定程度上必然成为其文化霸权的对象。 

南洋大学作为中国以外的华文大学，领导着东南亚的华文教育体系。不仅如

此，南洋大学更是在华社的团结力量与汗血功劳下成功兴办，抱着新加坡华语社群

的期望与寄托，拥有着强烈的“组织身份认同”。因此，除了面对着当时国际与地

方环境上的“生不逢时”，46 南洋大学的存在也与以英文精英为首的统治阶级产生

利益冲突，除了不合乎英语精英对英语教育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下也会影响英语精

英的统治权建构。因此，作为新加坡最高的华文学府以及华族的民族主义堡垒，南

洋大学也就难逃成为各时期政府的文化霸权对象。 

其实，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操作早在南洋大学创办以前就已经存在，新加坡

华文教育先于南洋大学衰落，1954 年以前，华校注册总人数（小一至高中）多于

英校生。华校原本蓬勃发展，但是英校生的人数百分比比不只在 1954 年超越了华

校，47 也不断拉大差距。在短短的八年内（1946-1954 年），华校生的人数竟然从

原本约 30%的优势沦落至落后于英校生 1.5%的下场，48 华文教育开始为英语教育

让步，而南洋大学就在这样的趋势下诞生。 

                                                             
46  李元瑾〈南大故事：解读、反思、建构〉，页 3。 
47  T.R. Doraisamy, 150 Years of education in Singapore, p.147. 
48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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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校生注册人数的锐减象征着一种偏向的改变，更暗示着华语社群意识形态

与思想体系的变化。华文教育迅速的衰落与华语社群意识形态的转变可能意味着一

种文化霸权的幕后操作，显示统治阶级力图进行意识形态领导的效应。在这样的背

景下，若文化霸权影子早已存在，本为中华文化堡垒的华文大学的诞生就必然成为

统治阶级下手的其中对象，成为趋势中的延续，更加确立的南洋大学作为文化霸权

对象的角色。可见，华文教育的走向在南洋大学创办以前就已经不乐观，而华文教

育的衰落若果真意味着一种文化霸权的操作，那么南洋大学作为华文教育的维护者

也就难逃一场争锋相对。 

统治阶级对南洋大学的方针与介入之多，有些纯粹带有文化霸权对象的影子，

目的只在于打击南洋大学的发展，而有些暗藏文化霸权对象与媒介的影子，不仅旨

在打击南洋大学的发展，也有意以此左右华语社群对华文教育的信心与意识形态，

以达成政治目标。这些举动使南洋大学成为文化霸权的对象与媒介。本章将先探讨

前者，分析使南洋大学成为文化霸权对象之举。第三章则将着重探讨后者，分析使

南洋大学成为文化霸权对象与媒介之举，了解这些举动背后的媒介性质。 

第二节 英殖民政府的介入 

其实，早在南洋大学兴办之前，其霸权对象的轨迹是可寻的。由于华文教育

并不合乎英殖民政府的利益，殖民政府对华文教育的发展也多处漠视与放纵的态度。

战前华文教育所含带的中国元素不利于殖民统治，49 1940 年代的马共活动以及 50

年代的工潮与学运都被视为中国元素的发酵，使英殖民政府产生对华文教育的刻板

印象，形成对华文教育的怀疑，甚至敌视。50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陈六使倡议创办

马华大学时，英国殖民地官员就自然提出猜疑、忧虑、甚至反对，51 目的不外是认

为华人大学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延伸，深怕华文大学会受共产主义的渗透，影响马来

亚的区域稳定与殖民统治。52 但是，除了持不信任的态度，殖民政府对南洋大学的

                                                             
49  黄康显〈国际因素、中国元素、南大发展〉，页 17。 
50  同上，页 18。 
51  宇玮〈陈六使与南洋大学〉，见《华夏》，第 90-93 期，页 6。 
52  黄康显〈国际因素、中国元素、南大发展〉，页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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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也没有持剧烈反对立场，或是出面制止，而多仅是提出其看法与意见。53 本节

将论述英殖民政府在南洋大学的角色，南洋大学如何与为何成为英殖民政府的霸权

对象。 

其实，南洋大学早在筹办阶段中就已经受到英殖民政府的阻挠。杨进发教授

（本身也是南洋大学第三届历史系毕业生）到英国大英博物馆收集资料时，在刚刚

开放允许人们查阅的档案中就发现了英美势力对南洋大学的幕后影响。根据英殖民

部档案编号 CO1022/346，英殖民部大臣于 1953 年 2 月 16 日答复另一名英国议院

时便称华文大学的创建与当时的马来亚政治发展与殖民政策是背道而驰的。54 不仅

如此，新加坡总督 John Nicholl，英驻东南亚最高专员兼马大校长 Malcom 

Macdonald，英国海外高等教育大学理事会委员、马大创办人 Sir Alexander Carr-

Saundes 同年也召开了三人会议，肯定了殖民部大臣对南洋大学的立场，即不支持

华文大学的创办。 

其实，华文教育与华文学校一向来就没得到英殖民政府的支持。由于华文教

育不符合英殖民政府的意愿与利益，因此政府从未认真考虑为当地华人设立华文学

校，也不认为这是他们的责任，对华校既不给予津贴，自也未便干涉，一切任其自

生自灭。而 1920 年后加强对华校的监督与控制也是为防止华校师生参加政治活动，

确保华校所灌输的意识形态不与英殖民政府有所歧义，是谓霸权的操作。二战后，

英殖民政府积极实行以英文为主体的教育体系，并将华文、巫文、印文等教育源流

纳入辅助性地位，55 同时也出现一批反对母语教育的英国官员，认为“英文教育发

展到最高峰，才是各族团结所自来。”56 可见，英殖民政府对新加坡华文教育的霸

权手腕先于南洋大学存在。延续着英殖民政府的一贯作风，与英殖民政府利益冲突

的南洋大学也就自然成为英殖民政府的霸权对象。 
                                                             
53  John Drysdale, Singapore: Struggle for Success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84), pp.63-64. 
54  CO 1022/346, CO Minutes on establishment of Nanyang University at Singapore, dated 26 April 1954. 

杨进发〈创建南大二、三事〉，http://www.nandazhan.com/jijinhui/nf17p010.htm（浏览：2012 年 2

月 10 日）。 

55  李思涵《东南亚华人史》（台北：五南，2003），页 575。 
56  王秀南〈新加坡教育一百五十年〉，见《南洋文稿》，第 11 卷，第 2 期 （1970），页 106。 

 

ATTENTION: The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pplies to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Library 



18 
 

南洋大学创立初期为了仿效美国学制的华文大学，采用美国大学的学分制，

与英国教育制度有所偏差。民办的华文大学原本就不受到英殖民政府支持，创办后

又选择采用美国的学分制，其对美国的偏向又不宜英殖民政府的利益，更加加强了

自己作为霸权对象的角色，成为了英殖民政府维护自身教育制度的箭靶，而英殖民

政府在学制上的霸权可以在对南洋大学的评议报告书中察觉。 

针对南洋大学所颁布的报告书有着鲜明的政治角力色彩，各政府与政党即摆

弄报告书以捞取政治资本，57 笔者将以《白里斯葛报告书》为例，进一步以报告书

论述英殖民政府的霸权性质。《白里斯葛报告书》在 1959 年 1 月完成，并在 1959

年 7 月发表，报告书判定南洋大学发展太快、组织及行政方法不符合大学教育机构、

实验室与图书馆的设计配备不够水准、大部分的教授人员不够资格、大学缺乏学术

性的研讨气氛、课程繁重并缺乏连贯性及均衡等，并以此建议政府不承认南洋大学

学位。58 

《白里斯葛报告书》的苛刻批评与要求引起了新马华语教育的支持者的不满

与猜疑。59 首先，以白里斯葛为首的评议会委员的评议阶段时处南洋大学假期，委

员们其实无法亲自观察南洋大学上课情形，其评议结果也因此不甚全面与彻底。60

不仅如此，评议委员会在南洋大学的日子前后不过约四个星期，期间也没有进行大

学课程纲要考察、学生考卷调查等学术考察活动。61 

其次，该报告书以秘密调查方式取得资料，所收集的大部分是一些对南洋大

学不满的人所写的批评，主观且消极。62 事后的调查资料与文件也没公开，引起南

洋大学支持者的不解，怀疑报告书的准确性与政府当局的居心。63 郑奋兴也指责报

                                                             
57  李元瑾〈南大故事：解读、反思、建构〉，页 8。 

58  傅文义〈陈六使与南洋大学〉，页 120。 
59  李业霖主编《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页 56。 
60  傅文义〈陈六使与南洋大学〉，页 120。 
61  郑奋兴《郑奋兴讲南大的故事》，页 6。 
62  同上，页 9。 
63  古鸿廷〈南洋大学的改革与关闭〉，页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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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书“非常不公平地批判南大，歪曲事实，损害了南大的形象，给对南大有偏见的

殖民政府借口，不承认南大学位。”64 其三，郑奋兴通过引用王慷鼎的史实研究证 

明“南大从第一届开始就是一间成功地大学 …南大作为学术型大学，很早就已达

到世界级水平。” 65 可见，《白里斯葛报告书》的批评并不完全客观，报告书只

不过是英殖民政府打击南洋大学发展的工具，成为英殖民政府文化霸权的例证之一。 

周兆呈在〈跨越国家疆界的意识形态角力：以南洋大学《白里斯葛报告书》

为例〉〉中也揭发了英国在《白里斯葛报告书》背后的政治动机。白里斯葛跟英国

保持密切关系，并极力维护英国的教育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当时英国殖

民地势力日益软化的情况下，围绕南洋大学而产生的英美教育制度之争。”66 白里

斯葛自保英国利益与二战后的美英霸权抗衡相关。二战后，美国成为国际权威、世

界霸主，自然与老牌殖民大国的英国产生权利抗衡，英国殖民政府理所当然不愿看

到自己的殖民地出现美国制度的大学。67 因此，由于南洋大学所依照的“中国式大

学”的模式来源于美国，《白里斯葛报告书》就扮演着维护英国教育制度的角色，

通过针对南洋大学的美式教育制度来凸现英式教育制度的好，南洋大学也就成为英

殖民政府维护自身教育制度时的霸权道具。 

《白里斯葛报告书》报告书对初办的南洋大学提出求全过甚的批评，在客观

效果上引导人们怀疑南洋大学的素质，否定南洋大学的存在价值，减低了华语社群

对南洋大学的信心与期望，影响了南洋大学的社会地位。68 虽然没有确实的例证证

明英殖民政府有意通过报告书打击南洋大学以对华语社群进行意识形态的重组，但

是报告书的苛刻评语以及不承认学位的建议客观上也对华语社群的意识形态造成影

响。由此看来，在文化霸权架构中，《白里斯葛报告书》不只南洋大学成为文化霸

权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南洋大学成为文化霸权的媒介。 

                                                             
64  郑奋兴《郑奋兴讲南大的故事》，页 2。 

65  同上，页 2。 

66  周兆呈〈跨越国家疆界的意识形态角力：以南洋大学《白里斯葛报告书》为例〉〉，页 152。 
67  同上，页 153。 
68  区如柏〈南洋大学的创办及其对华社与华校的影响〉，页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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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加坡政府的介入 

后殖民时代的新加坡政府由于以英语精英为首，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续了英殖

民政府的一贯作风，南洋大学在新加坡自治后的走向并没有改善，最后甚至也从一

间私立的华文大学转变为由政府资助与监控的英文大学。而在这一个过程中，新加

坡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尤其重大。 

本节将首先着重探讨《南洋大学法》的霸权性质，由统治阶级所颁布的这项

法令如何使南洋大学沦为文化霸权的对象。除此之外，本节也会以文化霸权理论介

绍与诠释新加坡政府对南洋大学的方针与举动，进而窥探南洋大学文化霸权对象的

角色。统治阶级维护着英语教育的利益，而南洋大学则象征着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完

整性。文化霸权对象的角色其实就是统治阶级在维护英语教育时，南洋大学发展所

遭受到的抨击与阻碍。这些举动的目的在于打击南洋大学在华文教育上的发展，以

此影响南洋大学与华文教育的进程，维护英语教育的利益。 

《南洋大学法》由林有福政府提议，在 1959 年 5 月经新加坡立法议会通过，

把南大从“公司”的地位擢升至大学法人的地位，然而这只不过是名称上的更替，

当局并没有连带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其实，《南洋大学法》更多起着监管南洋大

学的作用，成为管制南洋大学活动的法律规范。南洋大学根据法令成立第一届南大

理事会，理事由新马 12 州各推选 1 人，新加坡政府提名 3 人，南大教务会议及毕

业生同学会各推派 2 人组成。政府代表也比政府所建议的少。69 

法令使政府代表首次进入南洋大学的决策中心，开始对南洋大学内政起着影

响。《南洋大学法》的许多条款实际上也加强了统治阶级对南洋大学的管制。譬如

法令第 16 条文规定秘书与财政的职位任命，必须通过宪报公布，或第 26 条文则规

范大学章程的制定，大学章程必须“依法授权之主管机构批准，方为有效”，70 政

府可以此进一步影响大学章程的制定。《南洋大学法》允许政府插手民办南洋大学

的行政与走向，实质影响了南洋大学的发展与运作。 

                                                             
69  陈炎成《陈六使生平大事年表》，收录于《陈六使先生百年诞》，1977 年，页 168。 
70  同上，页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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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行动党政府也在独立后于 1966 年 12 月修正《南洋大学法》，理事会由

20 名理事组成，其成员为新加坡政府委任 6 人，毕业生同学会就其会员选派 2 人，

教务会议选派 2 人，南大会员大会选派 3 人，由卸任理事会就教育、文化、工商各

界和知名人士中委任 7 人。71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原本只委任 3 人的政府代表增

至 6 人，加强了政府在新理事会的影响力与控制。再来，南大毕业生协会也与新加

坡的执政党似有密切关系，72 对南洋大学的立场也就多少会受到党派的影响，其成

员不乏人民行动党党员及其支持者。譬如，该协会的前后会长与副会长王书泉、庄

日昆、何家良等皆为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73 且常以教务会代表、会员大会代表、

毕业生协会代表任职理事，南大毕业生协会也曾多次公开支持政府与李光耀的教育

措施与改革，74 加大了政府对南洋大学的影响。《南洋大学法》的修订与南大毕业

生协会在理事会的参与实质上更加巩固了政府在南大理事会的地位。 

可见，《南洋大学法》无论是在其宪法规定或是理事会的组成上都对政府监

管南洋大学起着一定的作用，对南洋大学的改革与介入也就更加易手。《南洋大学

法》成为新加坡政府实行文化霸权的有效工具。首先，以英语精英为首的统治阶级

得以通过宪法强制性地干涉民办大学的内政和发展，间接对南洋大学实施有利于统

治阶级利益的措施与改革。再来，《南洋大学法》使政府得以介入南洋大学理事会，

方便了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操作，使其能从中推动有利统治阶级的改革与方针。二

者更加确定了南洋大学作为英语精英文化霸权对象的角色。 

其二，针对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准所颁布的三份报告书对南洋大学的发展是弊

多于利。《白里斯葛报告书》于 1959 年 7 月发表，与随后于 1960 年 2 月颁布的

《魏雅聆报告书》一脉相承。75 除了前述的《白里斯葛报告书》以外，《魏雅聆报

                                                             
71  《南洋大学法》，参见《一九七零–七一年度南洋大学概况》（新加坡：南洋大学，1970），页

10-25。 
72  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是根据 1967 年 10 月 23 日施行的南洋大学法令，组织成为代表南大

毕业生的团体。这是在六十年代初由早几届毕业生组成的南大毕业同学会被政府封闭后产生的团体。 

73  古鸿廷〈南洋大学的改革与关闭〉页 387。 
74  同上，页 388。 
75  区如柏〈南洋大学的创办及其对华社与华校的影响〉，页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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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书》也提出了 18 项彻底改革南洋大学的建议，前后报告书基本上皆对初办的南

洋大学提出求全过甚的评语，在客观效果上引导人们怀疑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准以及

南洋大学学生的素质，折损了南洋大学的存在价值。76 1965 年 9 月由人民行动党

政府所发表的《王赓武报告书》更对南洋大学提出大规模改革方针，引起南洋大学

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罢课学运。《王赓武报告书》的颁布打击了南洋大学的发展，而

所招来的罢课学运与军警镇压也影响了南洋大学学生在华语社群的形象。三份报告

书暗含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操作，不仅阻碍南洋大学作为民办华文大学的发展，也

打击了华文大学在新马华语社群的学术形象，使其成为统治阶级文化霸权的对象。 

其实，《王赓武报告书》深受本地政治力量的操弄。王赓武团队在 1965 年

1 月受聘组成课程审查委员会，全盘检讨各学院的急应兴革的事项。报告书在 1965

年 9 月 11 日发表，建议南洋大学建立新学制、实行新课程、增设马来学系、建议

停办现代语言文学系、教育系等大幅度变革，77 不料却激起强烈反弹，酿成南洋大

学史上最壮烈的学运。78 令人不解的是，《王赓武报告书》是以新马合并的语境为

前提，才提出增设马来学系、加强英语教育等种种改革，为了是协助新加坡融入新

马社会。当新马分家后，《王赓武报告书》理应作废，但却仍然在 1965 年 9 月独

立后颁布，有着明显的政治动机，更加确定了报告书作为文化霸权工具的可能性，

目的可能在于打击南洋大学的发展以及迫使南洋大学进行合乎统治阶级利益的改革。 

其三，南洋大学在创办初期，其学位并不受到政府的承认，对南洋大学的形

象与地位有害无益。政府迟迟不承认南洋大学学位，直到南洋大学自 1964 年依

《王赓武报告书》开始进行改组工作，至 1968 年接近完成后，教育部长王邦文才

在 1968 年 5 月终于宣布新加坡政府正式承认南洋大学所授予的学位，此时的政府

其实早已有效地改制并控制南洋大学，南洋大学也已沦为半官方机构。政府延迟对

南洋大学学位的承认其实阻碍了南洋大学的发展，此举除了影响学生入校时的考虑， 

                                                             
76  区如柏〈南洋大学的创办及其对华社与华校的影响〉，页 111。 

77 黄坚立〈南洋大学与新加坡的语文分化：1965 年王赓武报告书的争议〉，李元瑾主编《南大图像：

历史河流中的省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2007)，页 178-179。 
78  李元瑾〈南大故事：解读、反思、建构〉，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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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折损了南洋大学的学术形象，客观上使人怀疑南洋大学的学术品质。 

其四，政府以南洋大学学生的英语程度为由限制了其毕业生在政府部门的就

业机会，时任总理的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阐释“因为毕业生未具备掌握英文的条件，

就跟过去一样，他们未必能在政府部门或私人领域谋得一职…。” 79 政府最后决

定让少数南洋大学毕业生进入政府部门服务，但是在 1960 年的第一批 400 名毕业

生中只吸收 70 名，而其中级别与起薪却是低于马来亚大学毕业生。政府的举动其

实会使华语社群反思华文教育的价值与“含金量”，进而凸现英语教育的重要性与

经济价值。这种只针对华校生的方针除了打击了南洋大学毕业生乃至华校生的前途，

也折损南洋大学以及华文教育的形象与地位，客观上影响学生入华校时的考量。 

最后，1965 年至 1978 年南洋大学根据《王赓武报告书》的建议进行一系列

改制，尤其当原教育部长李昭铭任命为南洋大学校长后，更大力整顿，积极推动英

语教育，除了中文系课程与历史系课程中有关中国史的课程外，全部改为英语讲授。

80 一系列改革压抑与阻碍了南洋大学作为华文大学与华文教育领导者的角色，使南

洋大学逐渐丧失初衷，甚至开始为发展英语教育效劳。南洋大学创校时的宗旨被统

治阶级的改革所埋没，南洋大学不再充当华教捍卫者的角色，对华文大学与华文教

育来说打击重大，更加凸显了南洋大学作为英语精英的文化霸权对象。 

由此可见，英殖民政府与新加坡政府针对南洋大学的举动与方针不乏文化霸

权的影子。由于各时期的政府多以英语精英为首，对新加坡教育环境的前景自然以

英语教育为重，而华文大学的存在因此与统治阶级产生利益上的冲突。政府的举动

压抑了南洋大学的发展，更影响了华文大学与华文教育的形象，是最后导致南洋大

学合并的其中根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举动除了使南洋大学沦为文化霸权的对象，

在不同层面上也使南洋大学成为文化霸权的媒介，统治阶级通过打击南洋大学以重

组华语社群的意识形态，目的在于进行意识形态的领导，笔者将在第三章论述这些

举动背后的文化霸权媒介性质以及其目的与成效。  

                                                             
79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 1923 – 1965》（新加坡：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页 294。 
80  李思涵《东南亚华人史》，页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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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南洋大学作为文化霸权的媒介 

第一节 文化霸权对象与媒介  

以新加坡为个案，以英语精英为首的统治阶级若要得到被统治阶级（此为新

加坡的华语社群）自觉自愿的服从以及对英语教育的自行选择的话，意识形态的领

导就极为重要。但是，在语言教育的课题上，笔者认为单方面的强调英语优势的效

用有限，英殖民时代与后日治时期华文教育的发展也证明了华文教育发展奠基于华

语社群的支持与努力，华语社群对发展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固有的思想与意识形态

对华文教育的发展意义重大。因此，统治阶级若要成功的改变新加坡的语言教育环

境，华语社群的意识形态与思想价值观就扮演重要角色，统治阶级除了要积极倡导

英语教育与英语优势，也得从华文教育领域下手。 

如第二章所述，南洋大学的语言教育与组织身份认同使其成为统治阶级文化

霸权的对象。其实，民办的南洋大学作为华族民族主义堡垒与华文教育的领导者，

背负着广大华语社群的期望与寄托，华语社群与南洋大学之间犹如父子关系，南洋

大学在华语社群的拥护与支持下诞生。因此，南洋大学的走向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

牵制着华语社群对南洋大学乃至新加坡华文教育的期望与信心，起着牵涉与影响华

语社群思想价值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洋大学在统治阶级实施霸权的过程中

也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南洋大学在文化霸权的框架中突现了其作为霸权媒介的角色。 

本节将首先分析统治阶级对南洋大学的一系列方针背后的文化霸权（媒介）

性质，这些举动表面上存有文化霸权对象的影子，但是背后也隐藏着南洋大学作为

文化霸权媒介的角色。本节将逐步论证这些举动背后的文化霸权（媒介）的作用。

统治阶级是如何使利益逆行的学校成为自己实施文化霸权的有效媒介，以此压抑利

益逆行的意识形态，间接突现自身的好，进而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意识形态的塑造，

其作用在于协助统治阶级实施更广泛的意识形态领导。这些针对南洋大学的举动往

往影响了华语社群对南洋大学乃至新加坡华文教育的信心与期望，客观地使华语社

群对华文教育改观而开始拥护合乎英语精英利益的英语教育，以南洋大学为文化霸

权媒介进而对华语社群形成一种意识形态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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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英美势力本着不同目的在南洋大学的发展过程中进行介入。美国政府

除了考虑到南洋大学所可能扮演的反共角色，也希望能通过南洋大学为学生灌输西

方的“民主原则与思想”（democratic principles），聘请美国籍教职员等，81 便以

此为考量暗中推动英殖民政府给予南洋大学创办的批准。82 由此可见，美国势力

起初希望通过南洋大学进行意识形态的渲染，视南洋大学为文化霸权的媒介，“美

国人相信一旦亲美份子掌控南洋大学则可以向学生灌输西方民主思想。同时美国学

者也可以到南洋大学任教。”83 美国势力除了是想塑造南洋大学为反共堡垒，也意

图利用南洋大学发展自身利益，反映出二战后美国与老牌殖民大国英国之间的霸权

之争，南洋大学在美国势力的眼中犹如文化霸权的媒介。 

其二，如前所述，各时期的政府所颁布的报告书对南洋大学提出求全过甚的

要求与批评。这些报告损害了南洋大学的学术形象，更影响华语社群怀疑南洋大学

的学术与存在价值，使华语社群对南洋大学乃至华校改观。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看，

三份报告书中的评语在一定程度上减低了华语社群对华文大学的信心与期望，影响

了华语社群对华文大学乃至华文教育固有的思想价值观。 

其实，《王赓武报告书》成为行动党政府对南洋大学实施文化霸权的有效工

具，作用更是重大，除了能以此打击南洋大学的学术形象（文化霸权对象），减低

华语社群对南洋大学与华教的信心（文化霸权媒介），统治阶级也能通过报告书对

改制的建议加强南洋大学在英语教育上的发展，减轻对华语教育的依附，有效地使

广大的华语社群接受英语优势的观念（文化霸权媒介），前后效应对施行意识形态

的领导起了作用，使南洋大学即成为文化霸权的对象，也成为文化霸权的媒介。 

其三，南洋大学学生不断遭到新马政府指责为具左倾之嫌，打击华语社群对

华文大学与华校生的期望与信心。1963 年 12 月李光耀总理在立法会议中就指南洋

                                                             
81  杨进发〈创建南大二、三事〉，http://www.nandazhan.com/jijinhui/nf17p010.htm（浏览：2012 年

2 月 10 日）。 

82  区如柏〈南洋大学的创办及其对华社与华校的影响〉，页 103-104。 
83  同上，页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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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应立即遏制情况，不然将会沦为“延安大学”。84 马来西亚（1963 年 9 月成

立）在联邦政府成立之后也曾多次派遣数量警车前往南洋大学抓拿大批马共嫌疑犯

的学生，据统计，共有 237 名南洋大学学生于 1964-1966 年间被政府逮捕或被政府

胁迫大学当局所开除。85 马来西亚政府也在 1964 年 6 月发表白皮书指南大学生会

及其属下的多个学会已受马共控制，策划华校学生罢考、工人罢工，并且支持林清

祥及社政的斗争；宣扬共产思想以及赞扬马共革命等。86 南大学生会的机关报《大

学论坛》、南大中文学会的出版刊物《大学青年》等 6 种刊物也都禁止出版。87 

除了基于扫荡马共势力的举动以外，政府也多次镇压南大学运，最激烈的莫

属 1965 年 9 月《王赓武报告书》颁布后所酿起的学生运动，南洋大学学生由于不

满报告书的大幅度改革性质，举行罢课抗议，最后遭致政府更强硬的镇压行动。不

仅如此，新加坡政府也在 1965 年 9 月 22 日吊销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的公民。陈

六使为了南洋大学往后的利益与发展公开支持于 1963 年 9 月大选参选的南洋大学

毕业生，并且呼吁各界支援南洋大学毕业生参选人，但却被随后当选的人民行动党

政府暗指为在经济上“充当共产党的帮手，以致危害新加坡的和平与繁荣以及马来

西亚各民族之间的和睦与团结… 在共产党人起草的声明上签名，谴责政府。” 88 

无论是扫荡马共嫌疑犯、公开指控南洋大学内的政治活动与色彩、镇压学生

运动，或是对陈六使的指责，种种举动都损毁了南洋大学在新马华人社会中的声誉。

89 政府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减低了华语社群对南洋大学与华校生的信心，加深华文

大学在新马社会上的负面印象。华文大学为华语社群所看齐，是华文教育的象征。

因此，多种有损南洋大学声誉的指责与批评转而影响华文教育在社会上的地位、影

响华语社群对华文教育的信心，重塑华语社群对华文大学乃至华文教育的思想价值。 

                                                             
84  Justus M.Van der Kroef, “Nanyang University and the Dilemma of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The 

China Quartely No.20(1966), p.96. 
85  李思涵《东南亚华人史》，页 574。 
86  Communism in Nanyang University (Government White Paper) (Kuala Lumpur, 1964). 
87  区如柏〈南洋大学的创办及其对华社与华校的影响〉，页 113。 

88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 1923 – 1965》，页 568。 
89  李思涵《东南亚华人史》，页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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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南洋大学在创办约 15 年后（1953-1968），其学位才得到政府的承认。

政府迟迟不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除了影响南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客观上也会

使华语社群怀疑南洋大学的学术性以及文凭的“含金量”。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南

洋大学作为新加坡华文教育体系的老大，无疑是许多华校生的深造之选，而若其文

凭不受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必会形成华语社群对于华校生出路的顾虑，影响华语社

群对语言教育的选择。 

其五，政府以英语程度为由限制南洋大学毕业生在政府部门的就业机会，客

观上使华语社群质疑华文大学毕业生的素质以及华文教育的经济价值。不仅如此，

政府的举动也凸现出英语教育的重要性，散播一种只有英语教育能保证在政府部门

就业的讯息。英语优势的概念牵制着华语社群对教育的功利态度，因此在某些程度

上必会左右着华语社群对华文教育的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华语社群对华文教

育固有的期望与思想观念必然动摇，对英华语言教育的个别出路改观。 

其六，统治阶级对南洋大学的一系列改革实质上加深了南洋大学作为文化霸

权媒介的角色，改革措施是文化霸权对象与媒介之举。一方面，改革打击了华文教

育在南洋大学的地位，改制后的南洋大学丧失了原本维护华语教育的任务，显示出

南洋大学作为文化霸权对象的角色。另一方面，改革提高了英语教育在南洋大学的

地位，使南洋大学从推广华文教育变身成为推广英文教育的管道，如傅文义所言：

“改学制之后，南大成为政府控制下的一所英文为教学语文的大学，名存实亡”，

90 统治阶级的改革使华文大学丧失了初衷，开始拥护有利统治阶级利益的英文教育，

成为以英语精英为首的统治阶级手中的文化霸权媒介。 

综观上述，颁布有损南洋大学形象的报告书、对南洋大学沦为共产温床的猜

疑与指责、延迟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限制南洋大学毕业生在政府部门的就职机会、

以及一系列对南洋大学的改革与介入，这些举动除了打击南洋大学的前景，更影响

了南洋大学在社会上的声誉与地位，打击了华语社群对南洋大学的信心与期望。南

洋大学各种不利与负面的形象，除了加速华语社群对华文大学乃至新加坡华文教育

                                                             
90  傅文义〈陈六使与南洋大学〉，页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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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与期望的退弱，也使广大的华语社群对语言教育的选择改观，重新思考华文教

育与英文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存在价值。统治阶级的举动其实已间接加速了华语社群

的意识形态塑造，改变其对语言教育的固有价值观。由此看来，南洋大学的角色关

键，不只成为了文化霸权的对象，更能成为了统治阶级实施文化霸权的媒介，成为

重塑华语社群意识形态的工具。 

第二节 统治阶级方针的影响 

如前所述，统治阶级对南洋大学的举动与方针除了起了文化霸权对象的作用，

也使南洋大学成为文化霸权的媒介，旨在通过南洋大学对华语社群进行意识形态的

重组。各时期以英语精英为主的新加坡政府（包括英殖民地政府）针对南洋大学所

采取的态度与介入使华语社群对已饱受波折的华文教育失去信心，加上政府积极倡

导英语教育的重要性，统治阶级双管齐下地从意识层面下手，使华语社群欣然接受

英语精英“英语至上”的安排，英语才是成功和有利前途的观念渗入人心，华语社

群意识形态的转折使原本就已面临衰落的华文教育更加难以发展。 

若以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则能更清楚与更全面地诠释政府对南洋大学的方

针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南洋大学作为文化霸权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对华语社群产生

意识形态的重组，而这种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转向则有三种影响。首先，它减轻华

语社群对华文教育的依附与重视，提高对英语教育的依附，进而加速了华文教育的

没落。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客观上也为新加坡的社会经济发展铺路，英语不

仅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有所帮助，共同的语言也起着瓦解各族之间语言隔阂的效应。

其二，意识形态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能浇熄早期华族激昂的民族情绪，华文大学作

为华文教育的堡垒必然拥有着浓厚的组织身份认同，而其瓦解与衰落多少会影响华

语社群的共同意识，对国家建设与灌输国家意识有利，同时也起着防止沙文主义的

功效，间接成为对抵制共产势力和南洋大学沦为共产温床的有利方法，并能消除区

域邻国对沙文主义的猜疑。最后，华语社群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开始导向了有利统

治阶级利益的价值体系与语言教育。这一现象的发展，再加上华族民族主义色彩的

淡化，都有利于政府的掌权，有利于巩固以英语精英为主的统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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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通过图表 1 以文化霸权为中心了解政府对南洋大学与语言教育的方针

背后的因果关系，以此总结本节所论述关于南洋大学的文化霸权角色与作用。图表

1 简明地呈现出南洋大学在文化霸权架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南洋大学即是文化霸权

的对象，也是文化霸权的媒介。图表中的红色箭头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之举，

红色框架代表着南洋大学在文化霸权架构中的角色，统治阶级对南洋大学的举动造

就南洋大学的双重角色。蓝色框架则代表着南洋大学作为文化霸权媒介的影响。南

洋大学文化霸权媒介的性质，加上统治阶级对英语教育的倡导与偏护，让统治阶级

得以双管齐下地重组华语社群的意识形态，加速改变华语社群对语言教育固有的价

值观与思想理念，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就间接形成前述的三种影响。 

政府对南洋大学的举动

华语社群意识
形态的改变

南洋大学成为
文化霸权的媒介

加速华文教育的衰落
提高英文教育的地位

巩固政治权利

降低民族主义
防止沙文主义

政府对英文教育的倡导

南洋大学成为
文化霸权的对象

华语社群对华文教育
与南洋大学失去信心

  
附图 1：南洋大学的文化霸权角色91 

 
如前所述，英语教育的普及以及华族民族主义和共产势力的遏制都有助于社

会经济发展与国家建构，92 是谓符合国际气候与新加坡地理上的处境，对新加坡的

                                                             
91  本图为笔者自作。 
92  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Changing identities and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 p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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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发展有益。93但是，英语教育的推崇与南洋大学的没落也可改变华语社群的意

识形态，淡化华族民族主义，这都有利统治阶级在意识和价值上得到华语社群自觉

自愿的服从与认可。政府对南洋大学的方针是为国家总体利益出发，但却也有为巩

固政治利益之嫌，政府与南洋大学的互动其实可由文化霸权理论囊括。 

对于南洋大学的关闭，古鸿廷认为: 

南大的关闭，不能说是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动党的预谋结果，而是新加

坡人民在行动党的主导下，英语源流的教育成为主流后的必然结果。94  

但是以图表 1 推断，笔者对作者的看法提出异议。笔者认为导致南洋大学合并的根

源除了是政府语言政策与积极宣扬英语优势所主导以外，也不乏文化霸权的操作。

根据第二与第三章的论述，南洋大学不只成为了统治阶级文化霸权的对象，更成为

了文化霸权的媒介。前者打击了南洋大学的发展，后者则与统治阶级对英语教育的

推广一同重组华语社群对语言教育的观念，加速了使英语教育成为华语社群的自觉

选择。南洋大学就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成为文化霸权的牺牲品。 

英语教育成为主流代表着华语教育的衰落，而要原本热衷于华教的华语社群

自觉同意地接受英语优势的观念，欣然放弃华教育南洋大学，这项任务并不可能只

是语言政策或积极宣扬所能达得到的。诚如葛兰西所言，统治阶级是无法单单以

“政治社会”，即政策、警察、法制等强制机关来巩固统治，而需通过意识形态的

领导才能达成。笔者因此认为，南洋大学的负面形象导致了华语社群对华教失去信

心，加上政府对英语优势的倡导，推动了意识形态的转变，将华语社群的意识形态

与价值体系导向了统一并符合统治阶级的体系，是华语社群最后自觉同意接受“英

语优势”并欣然放弃华教的重要原因，也是南洋大学关闭以及华文教育加速衰落的

主要根源。所以，华语社群的意识形态转变是统治阶级双管齐下的塑造，既倡导英

语优势的直接影响以及对南洋大学的介入、改制、评价所造成的间接影响。 

                                                             
93  黄康显〈国际因素、中国元素、南大发展〉，页 26。 

94  古鸿廷〈南洋大学的改革与关闭〉，页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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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化霸权与新加坡华文教育 

第一节 殖民时期的霸权主义 

19 世纪的新马华文教育是中国旧式教育的延伸。95 战前的新加坡华文教育

促成了中国认同，96 由于华校不符合英殖民政府的意愿与利益，因此殖民者对于华

文学校多带有无视与放任的态度，甚至存有敌意。97 1919 年中国五四运动所掀起

的新文化思潮对新马的华文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种种课程的改变与新的教育措

施切合华社的需求98，华文教育也因此得到华人大力支持。99 由于华校学生人数激

增的现象并非英殖民政府所期望，迫使英殖民政府对华文教育提高警惕，终于在

1920 年 10 月 29 日颁布了《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规定华校必须受政府监督，

以图控制华文学校，防止华校师生参加有害英殖民政府利益的活动。此后更于

1926、1934、1938 年六次修改此法令，加强对华校的管制。100 可见，早在殖民时

期，鼓吹英语优势的英殖民政府就已经尝试以政治、法定机关的途径遏制华文教育

的发展。 

其实，葛兰西在也论述了霸权的演化与进阶。葛兰西认为 

在第一阶段，国家成为强制性组织… 随着治理有方的社会的各种要

素变的越来越明显， 国家的强制因素会逐渐消失。101 

                                                             
95  林水檺〈独立前华文教育〉，见林水檺，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新编》第

二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页 216。 
96  黄康显〈国际因素、中国元素、南大发展〉，页 17。 
97  同上，页 18。 
98  林水檺〈独立前华文教育〉，页 216。 
99  陈绿漪〈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林水豪、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

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 年）页 289。 
100  李思涵《东南亚华人史》，页 570。 
101  葛兰西《狱中札记》，页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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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所谓的第二阶段即是文化霸权的阶段，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意识形态领导以达

到自觉同意的服从。102 本节因此以葛兰西对霸权演化的诠释为中心，首先着重探

讨英殖民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方针是否合乎葛兰西的诠释，英殖民政府的霸权之举是

否处在葛兰西所言的第一阶段。 

首先，英殖民政府于 20 年代试图运用法令控制华文学校活动与发展的手法

实质上只属于对 “政治社会”国家机器的使用，忽略了葛兰西所强调对社会机器

的控制。英殖民政府对于华文教育的措施实际上合乎葛兰西与马克思言中的“政治

霸权” 103。政治霸权强调着国家统治的暴力性质，国家机器成为一个阶级对另一

个阶级进行压迫与统治的机器，属于一种狭义意义上的强制“统治”，104 并非在

意识形态层面对被统治阶级进行领导，自然也就无法得到被统治阶级自觉自愿的

“服从”。 

事实也证明了“政治霸权”功效的限制。即便面对着英殖民政府法令下的压

迫，新加坡华文教育未退反升，仍然能在 20 年代中蓬勃发展。对比英校生，马来

联邦华校生的百分比从 1924 年的 66.50 增值 1929 年的 73.20，不断拉锯与英校生

百分比的距离105。新加坡华校数也从 1929 年的 204 间增至 1941 年的 370 间，同时

期的学生人数更是从 14, 531 增加至 37, 500。106 可见，英殖民政府的“政治霸权”

并未能达到预期遏制华文教育发展的效果。“政治霸权仅仅是统治职能的一部分”，

107 压迫性质的举动无法真正改变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短暂的治标举

动，自然也就不能动摇华语社群对发展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的热血。 

                                                             
102  殷旭辉〈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辨析〉，见《东岳论丛》，第 31 卷，第 9 期（2010），页 15。 

103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页

353。 
104  殷旭辉〈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辨析〉，页 15。 
105  Philip Loh Fook Seng, Seeds of Seperatism: Educational Policy in Malaya 1874-1940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92. 
106  王秀南《星马教育泛论》（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70），页 158-159。 
107  葛兰西《狱中札记》，页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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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30 年代，新加坡华文教育仍然稳步发展，马来联邦华校生的百分比也

从 1930 年的 71.50 增值 1937 年的 82.4，远远超出英校生百分比的 17.6，108 此期的

新马区域也出现了华文高级中学，设有高中部的华文中学共有 10 间。109 可见，华

文学校在 20、30 年代火红发展，是同时期的英校和马来学校所望尘莫及的。英殖

民政府的霸权态度限于对国家机器的使用，自然无法重组与统一华语社群的意识形

态，华文教育在广大华语社群的支持下仍旧茁壮发展，更加确立了政治霸权的局限，

华校学生（从幼稚园至高中）也从 1946 年的 76,609 增至 1959 年的 32,0977，更在

1967 年达 51,8885。110 

综观上述，英殖民政府对于华文教育的介入似乎多处政治霸权的范围内，其

霸权的性质以国家的强制机器为重。虽然英殖民政府早在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强调

英语优势以及英语教育的价值性，但是这种单方面的呼应并不能有效地影响华语社

群对发展华文教育固有的情感与热情，因此对重塑华语社群的意识形态有限。国家

的强制机器的使用也只不过治标不治本，华文教育仍然蓬勃发展，验证了葛兰西对

于政治霸权的有限效应，因为华语社群对发展华文教育与中国文化的固有情感不减。 

可见，英殖民政府的霸权过程其实合乎了葛兰西对于霸权进阶的诠释，英殖

民政府的霸权之路以第一阶段为重，统治阶级先以国家的强制性机器为霸权的起跑

点，其效应也因此有限。如此以来，后殖民时期的新加坡政府在接手统治权时若顺

势继承了英殖民政府对华文教育的霸权色彩的话，其霸权操作是否也照葛兰西所诠

释而进阶到霸权的第二阶段。 

第二节 后殖民时期的霸权主义 

到了后殖民时期，以英语精英为主的林有福政府以及人民行动党政府也在一

定程度上继承了英殖民政府遗留下的政策与方针。面对防共、防沙文主义以及国家

                                                             
108  Philip Loh Fook Seng, Seeds of Seperatism: Educational Policy in Malaya 1874-1940 , p.92. 
109  郑良树、魏维贤编《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附校史》（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1975），页 9-10。 
110  T.R. Doraisamy (ed.) 150 Years of education in Singapore, 1969, 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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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挑战，新加坡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使用了压迫性质的国家机器，如于 1963

年 2 月扣留左倾分子的冷藏行动， 1959 年针对南洋大学所颁布的《南洋大学法》，

或如 60 年代中对南洋大学的军警扫荡。但是，同时期华文教育的衰落可能也代表

着霸权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这种霸权主义的发展也合乎葛兰西的霸权体系。如前

所述，葛兰西认为“随着治理有方的社会的各种要素变的越来越明显， 国家的强

制因素会逐渐消失”，而葛兰西所谓的第二阶段即是文化霸权的阶段，对被统治阶

级的意识形态领导以达到自觉同意的服从。111殖民时期英殖民政府对于华文教育的

政策与方针似乎处于葛兰西言中对于霸权主义的初步阶段，即政治霸权，对华文教

育发展的效应也不大。以此类推，后殖民时期华文教育的实际衰落可能就代表着霸

权主义的第二阶段，即文化霸权的运用。 

对于华文教育衰落的现象，笔者认为其中不乏政府影响。华文教育在 20 至

40 年代蓬勃发展，折射出华语社群的期望与意愿，即使面对英殖民政府的漠视与

阻挠以及日军占领时期的华教停顿，华文教育在广大华语社群的支持下都得以化险

为夷、浴火重生。华文教育除了在英殖民时代仍然得以茁壮发展，二战后华校的恢

复与发展相比战前情况也毫不逊色，至 1949 年华校复校与新建者即与 1941 年的

370 所相接近，学生人数更是超出战前数目；从 1941 年的 37,500 华校生增倍至

1949 年的 73,500，112 显示出新加坡华文教育的不屈不挠。但是，华文教育的优势

却在 50 年代开始走下坡，更在 1954 年为英语教育让出优势，而衰落的现象并没有

好转，华文教育更是在 1987 年降为第二语言，华文学校不复存在。急剧的转变与

颓势令人匪夷所思，华语教育在华语社群的支持下一向来得以转危为安，但是 50

年代的衰落却一发不可收拾，是否意味着华语社群对华文教育的立场改变，意味着

华语社群意识形态的转变。 

华文教育在 20 至 40 年代所面对的困境，即英殖民政府的阻扰以及日军占领

时期的停顿，之所以没有击溃华文教育的恢复与发展，笔者认为华语社群对华文教

育的寄托与期望起着一定的作用。献身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推

                                                             
111  殷旭辉〈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辨析〉，页 15。 

112  李思涵《东南亚华人史》，页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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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激励华语社群对发展华文教育与维护中华文化的贡献，成为华文教育发展的根

基。笔者因此认为华文教育之所以在 50、60 年代急剧衰落，其中原因不外乎华语

社群意识形态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可归咎于统治阶级文化霸权的实行。 

华语社群意识形态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华文教育的没落。对于意识形态

的重组，笔者将政府的举动归纳为两项。首先，如本文的第三章所述，政府对于南

洋大学的介入、评语、改革客观上打击了南洋大学在华语社群中的形象，负面地影

响华社对南洋大学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华语社群对华文大学失去信心，更加

速了他们对于华文教育的放弃，同步影响并重组了华语社群热血于发展华文教育与

中华文化的固有意识形态。 

其二，各时期的新加坡政府也继承了英殖民政府对于英语优势的倡导。由于

新加坡政府以英语精英为主，对于新加坡英语教育的发展也自然较关切，除了是希

望通过英语教育方便国家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英语教育同样也能瓦解与重组华语

社群的固有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英语精英的统治权利。统治阶级对英语教育

的不断强调以及宣扬自然吸引对教育持功利态度的华语社群。政府于 1964 年颁布

新的课程纲要，英文自小学一年级开始在华校被列为必修的第二语言，而华文中学

则开始强调英文学习，从原本的三三制改为四二制，开始为往后以英语为重的教育

体系铺路。113 1966 年开始第二语文教育，以华文为第二语言的英校自然就吸引家

长对儿女的教育选择，开始放弃华校而选英校。1983 年政府宣布，从 1984 年开始，

各源流的班级逐步转换成统一源流的班级，华校发展就此大势所趋。114 可见，新

加坡政府在其方针上倡导英语教育，也就意味着华文教育的让步，要成功的灌输英

语优势的观念，自然就意味着要改变华语社群原先对华语优势的看法，改变华语社

群固有的意识形态。 

1962 年，中华中商会委托教育小组向文教界征求意见，研究华小人数锐减

因素及补求方法，报告指出锐减的三大因素，即毕业生升学就业出路受阻、教育政

                                                             
113  李思涵《东南亚华人史》，页 577。 
114  李元瑾〈新加坡华文教育变迁下知识分子的保根心态（1959-1987）〉，页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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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仍偏重英语以及家长不明白母语教育的重要性。115不难发现，教育小组所提出的

结果与政府的政策和方针密切挂钩。若依据报告书的成果来判断，华校学生人数下

滑的趋势与统治阶级的政策和国家方针有所联系。首先，政府在教育政策上强调英

语教育的重要性。再来，华校学生数额的逐年锐减也是统治阶级一贯地执行以英文

为工作与实用语言政策的结果。116 可见，以英语精英为首的新加坡政府同样继承

了英殖民政府对于英文与英文教育的重视，且反映在其国家政策上，在一定程度上

流露出霸权色彩。 

但是，单方面的倡导英语优势以及实行拥护英语教育的政策并不能有效地达

到重组华语社群热血于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发展的态度与意识形态，本章的第一节

也已阐述了这一点。因此，要成功地实行文化霸权就必须从华文教育方面下手。由

于对华文教育的直接打压与限制在英殖民时期已经证明不带多大功效，文化霸权的

实行因此是要从根本上动摇华语社群对华文教育固有的观念，从而达到意识形态的

重组。南洋大学作为新加坡华文教育的老大，自然成为英语精英下手的对象，统治

阶级可通过对南洋大学的方针来左右华语社群对华文大学乃至华文教育的信心与期

望，再加上统治阶级对英语优势的倡导，双管齐下地动摇华语社群固有的意识形态。 

华语社群对英语教育与英语优势意识形态的转向能让统治阶级从中统一并且

领导被统治阶级，即华语社群的意识形态，得到华语社群自觉自愿的“服从”。就

这样，华语社群对于华文教育原先固有的热血与拥护就在一定程度上渐渐淡去。华

文教育于 20 至 40 年代能险境求存、浴火重生的根基，即华语社群的支持与热血，

到了后期也就不复存在。华小注册人数虽然在 1954 年丧失优势，但是注册人数仍

然稳步增长，华校小学生的注册人数也只是在 1962 年后才开始下滑。117虽然无法

正确地指出华语社群意识形态转向的时期，但是根据华校小学生得注册人数判断，

华语社群意识形态的过渡期应该在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期。 

                                                             
115  李元瑾〈新加坡华文教育变迁下知识分子的保根心态（1959-1987）〉，页 51。 
116  李思涵《东南亚华人史》，页 574。 
117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istics, Singapore 1960-1982 

(Singapore,1983), pp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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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社群对语言教育的固有价值观的改变也可从不同领域中验证。首先，学

生与家长在学校的选择上显示了一种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小一入学为例，华校小一

新生注册人数竟从 1959 年的 45.9%降至 1984 年的 0.7%。118 在大学毕业生生为例，

1972 年新加坡大学毕业生有 1227 名，南大则有 805 名，是前者的约七成。但是，

到了 1980 年，即南大合并之年，其毕业人数只占了约四成。119 不仅如此，原已少

之又少的华校生在 1975 年以后以南洋大学为第一志愿的也越来越少。120 可见，学

生与家长对英语教育的倾向与拥护可能意味着对语言教育的意识形态重组。 

其二，民办的南洋大学作为新马华文教育的领军以及华族民族主义的堡垒，

是新马华语社群的心血之作。但是面对南洋大学合并的可能性时，新加坡华语社群

的抗议声浪却不比马来西亚的华语社群来得激昂。121 新马虽然已分家，但是马来

西亚华人对南洋大学的命运却远比新加坡华人更感关切。可见，对比马来西亚华人，

新加坡华人对维护华文教育发展的固有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似乎已转弱。 

其三，李元瑾在〈新加坡华文教育变迁下知识分子的保根心态（1959-

1987）〉论述了华文知识分子在保根心态上的起承转合，认为到了后殖民时期， 

知识分子在保根过程中态度偏向妥协与退让，而且有所依赖… …面

对不利（保根）的措施时，他们就寻找理由予以解释，否则或退让或叹息，

不知不觉流露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怯弱的一面。122 

由此看来，到了后殖民时期，不仅是华语社群而已，连华文教育者与支持者对维护

华文教育的固有价值观也产生了改变，面对不利华文教育发展的国家政策时，其反

对声浪似乎已大不如前。 

                                                             
118  Report 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78, Prepared by Dr. Goh Koh Keng Swee and The Education 

Study Team. 
119  1980 Singapore Year Book of Labour Statistics (Singapore: Ministry of Labour). 
120  见李光耀谈话。《南洋商报》（新加坡），1980 年 3月 11 日。 
121  李元瑾〈南洋大学图像——新马国家疆界的虚拟与现实〉，李元瑾主编《南大图像：历史河流

中的省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2007)，页 317。 
122  李元瑾〈新加坡华文教育变迁下知识分子的保根心态（1959-1987）〉，页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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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葛兰西对于霸权主义进阶的诠释，新加坡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方针似乎已

跃进霸权主义的第二阶段，统治阶级对华文教育的霸权操作开始从原先对暴力机器

的依靠逐步转向对意识形态的操作，而其成效也显著。统治阶级通过对英语与英语

教育的积极倡导与政策化，加上对南洋大学的霸权之举，双管齐下地使华语社群改

变对华文教育固有的期望与价值观，从而达到华语社群意识形态上的重组，间接地

加速了华文教育的没落，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起着巩固英语精英政治利益的作用。 

第三节 非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重组  

其实，导致华文教育衰落的因素并不全然归咎于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操作。

对于华语社群在意识形态上的改变，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固然起着重要的角色，是

华文教育衰落的主要因素，但是笔者却也认为华语社群在身份认同上的转变一定的

程度上也影响着华语社群的意识形态重组，改变了华语社群对华文教育固有的价值

观。文化霸权为主要因素，身份认同为次要因素，二者加速了华语社群的意识形态

重组，是华文教育衰弱的其中根源。就此，笔者将在本节着重论述华语社群身份认

同的转变如何也影响着华语社群固有的意识，形成一种非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重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华语社群意识形态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己自觉自

愿的选择，并非是单单统治阶级文化霸权所致。首先，中国在 40、50 年代政治形

势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原先以中国为本位的新加坡华侨。中国在 1945 至

1949 年的第二次国共内战造成东南亚华人在政治意识上的分歧，政治倾向打击了

东南亚华人民族主义的团结，更让东南亚华人对于中国的政治舞台及发展产生猜疑

与失望。1955 年 4 月，中国前总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中鼓励海外华人规划侨居地，

放弃中国国籍以及不承认双中国籍，此举对原先以衣锦还乡为目的的华侨开始重新

诠释其身份认同，促使东南亚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可见，中国形势的发展以及对

海外华侨的政策足以影响新加坡华人在身份认同上的诠释。 

其二，华人新移民的不断减少而土生人数量的增加使华社逐渐丧失了新移民

所能带来的中国文化与传统。在战前，新加坡的土生华人的数量只占华人总人口的

少数，1921 年与 1931 年先后占 24%与 35%。可见，战前的新加坡华语社群仍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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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至中国的华侨为主，对华语社群的文化注入也就更加浓烈。但是土生华人人数也

随后稳步增长，于 1947 年与 1957 年分别占新加坡华人人口比例的 58%与 68%。

123相比之下，中国出生的华人人数开始开始走下坡，于 1957 年更只占新加坡华人

人口比例的四分之一。124 少了来自中国的华侨，多了土生的华人，少了来由中国

移民注入的中国文化与传统色彩，多了本土文化与传统的灌输，也就意味着华语社

群文化与传统上的根本变化，其身份认同也必然受到冲击。 

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单一国籍的推行、中国移民的减少、国际的防共浪潮

以及对中国的封锁所导致的外在影响，再加上新加坡国家意识的酝酿，种种因素都

左右着新加坡华语社群的身份认同问题。这种认同的转移其实也暗示着一种意识形

态的转移。华侨从落叶归根转向落叶生根，国家观念从中国本位转向居留地本位，

从文化认同转向国家认同，族群意识转向国家意识，以上的四种因素重新塑造了中

国侨民的身份，在身份认同上由华侨转为华人。 

身份认同的转变虽然意味着一种意识形态的重组，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重组

并非是华语优势至英语优势，而是中华文化至本土文化、中国本位至新加坡本位，

新加坡华文教育的中心也就随之面对同样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华文教育所肩负

发扬中国文化与精神的目的也就开始产生矛盾。 

如前所述，身份认同所导致的意识形态的重组与文化霸权所导致的重组并非

相同。在华文教育的平台上，身份认同的转变所导致的意识形态重组是以教育目的

与方针为中心，即从中国本位转向新加坡本位，从注重推广中华文化转向推广本土

文化。另一方面，文化霸权所导致的意识形态重组是以语言教育的观念为中心，即

从拥护华文教育转向拥护英文教育。两者的中心虽然不同，但是两种意识形态的重

组在一定程度上都牵制着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发展与走向。身份认同的转变以及文化

霸权两者作为导火线，前者从自身出发，后者为他人所使，通过意识形态的重组构

成对华文教育发展上的挑战。 
                                                             
123  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亲会馆联合总会、教育出版私营有限

公司，1994），页 229。 
124  同上，页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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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仅是文化霸权影响着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发展，身份认同的转变所导

致的意识形态重组也同样影响着华文教育的发展。这种效果可从对比殖民地时代与

后殖民地时代的区域合作看出。在殖民地时代，东南亚华人彼此间关系密切，而中

国因素在这个关系也是重要的维系力量。中国内部的许多政治事件和文化活动会激

起三地华人的热烈回响，这种回响多半是区域性的，三地华人互相影响。125 但是

到了后殖民时期，国家认同感逐渐取代华侨对祖国的归盼，中华文化也开始为本土

文化与认同让路。三地华人之间的关系在新马印建国后日渐疏远，其中原因不乏中

国因素的淡出。加之国际的冷战局势以及区域间的反共浪潮，三地华人也就不如以

往一同推动中华语言、文化与教育，到了 20 世纪末，新加坡所发起的华语运动与

儒家运动甚至没获得马印华人多大的响应。 

三地华人在共同推广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的态度上的转变暗示着某种身份认

同的转移。因此，由意识形态重组所导致华语社群对华文教育的态度转变不单单只

归咎于统治阶级文化霸权的执行，事实上也包含着身份认同转变所产生的效果。华

语社群也是在无文化霸权的驱使下自行产生意识形态的重组，而这套意识形态的重

组并非是受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影响。由此看来，由身份认同转变与文化霸权所分

别导向的两套意识形态的重组，前为主、后为副，前从内部拓展、后从外部赋加，

前为自身选择、后为受人推动，两种不同的导火线通过对意识形态的重组影响着华

文教育的前景，对加速华文教育的衰落起着一定的影响。 

  

                                                             
125  李元瑾〈族群关系与国家建构：新、马、印华人三种模式〉，李元瑾主编《新马印华人：族群

关系与国家建构》（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Konrad-Adenauer-Stiftung，2006），页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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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总结 
 

早在新加坡自治之前，新加坡华文教育无论面对英殖民政府的阻扰或是日治

时期的停顿，都得以化险为夷，茁壮成长。华语社群对发展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的

热血和支持对此起着一定的作用，是华语教育发展的后盾与幕后推手。然而，直至

50 年代末期，华文教育的发展开始面临重大挑战，不仅失去优势，更不断拉大与

英文教育的距离，华文教育的衰落一发不可收拾，于 1987 年沦为第二语言，而华

文学校也不复存在。华文教育的衰落暗示着华语社群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转变，而

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向理应不单单只归咎于统治阶级对英文教育的倡导与拥护，其中

不乏暗示着统治阶级对文化霸权的操作。 

依据文化霸权的架构，南洋大学除了成为文化霸权的对象以外，更成为了文

化霸权的媒介，加速了华语社群的意识形态塑造与重组。统治阶级对南洋大学的一

系列介入、改制与评价除了打击南洋大学的发展，也折损了南洋大学在华语社群中

的形象，减低了华语社群对华文教育与南洋大学的信心与期望，加上政府对英语优

势的积极倡导，统治阶级双管齐下地加速分散 (disarticulate) 并重新连接 

(rearticulate) 华语社群意识形态的组成，并把这些元素组织成统一并且有利于统治

阶级的意识形态矩阵(ideological matrix)，使华语社群能欣然并且自觉自愿接受英语

精英“英语至上”的安排，加强对英语教育的重视，加速了华文教育的没落。 

南洋大学作为文化霸权媒介的角色加强了华语社群意识形态的重组，除了加

速了华文教育的没落，更加剧了统治阶级统治力量的巩固，成功地将被统治阶级纳

入其意识形态矩阵中，形成一种自觉自愿的服从，达到葛兰西言中的意识形态领导。

以大局为重，统治阶级对南洋大学的一系列方针与其说是导致南洋大学的没落（文

化霸权对象），不如说其更重大的意义是通过此举实施文化霸权（文化霸权媒介），

借由南洋大学进行对华语社群的意识形态的改造，从而达到被统治阶级自觉自愿的

认可与服从更大目的，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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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来看，南洋大学在文化霸权的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南

洋大学因为自身文化霸权对象的角色而走向衰退，在 1980 年面临合并的下场。另

一方面，南洋大学的文化霸权媒介角色加速了华语社群意识形态的重组，而这种转

向则形成了两种效果。其一，华语社群意识形态的重组代表着对发展华文教育与中

华文化精神的改变，使华语社群更加拥护英语教育，加速了华文教育的衰退，对华

文教育在 50 年代末的持续衰落起着一定影响。其二，意识形态的重组促使华语社

群开始接受“英语至上”的价值观，自觉自愿地接受统治阶级在语言教育上的安排，

加强了英语精英作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可见，南洋大学在统治阶级文化霸权体

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只成为文化霸权的对象，更成为文化霸权的工具。 

在文化霸权理论的视角下，统治阶级对语言教育与南洋大学的方针其实影响

并且改变了华语社群固有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双管齐下的策略使华语社群无形中

开始重视英语教育，是最后导致华文教育衰亡的潜在原因，而华文大学也是在文化

霸权的笼罩下走向历史。可怕的是，华语教育体系的瓦解其实就是在这些原本热衷

华文教育的华语社群的“同意”之下而造成的。华语社群自觉自愿地放弃原本热衷

的华文教育，在不被逼迫的情况下服从统治阶级而选择了英语教育，而这种“同意”

其实就归咎于意识形态的转变、文化霸权的实施，表现出文化霸权操作的威力，更

显示出南洋大学角色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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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图 1：南洋大学的文化霸权角色 

政府对南洋大学的举动

华语社群意识
形态的改变

南洋大学成为
文化霸权的媒介

加速华文教育的衰落
提高英文教育的地位

巩固政治权利

降低民族主义
防止沙文主义

政府对英文教育的倡导

南洋大学成为
文化霸权的对象

华语社群对华文教育
与南洋大学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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